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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新城：县域城镇化的发生机制及后果*

——基于土地开发的视角

郭   亮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当前我国很多县级政府正在大规模地建设新城区，新城区建设成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

内容。从世界主要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新城的开发和建设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

然，也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措施。然而，深入到我国当前县级政府开发新城

区的过程中会发现，新城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降低治理成本、获取土地收益和快速做出政绩

等多重动机的驱动。这意味着，相比于经济与社会力量的推动，新城区的出现更多地是行政权

力直接推动和运作的结果。为了能够快速推动新城区的建设，县级政府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开

发开展了一系列策略性行动。在具体机制上，县级政府通常采取用地指标的使用和获取策略、

土地供给的协调策略、土地开发权的垄断策略等手段确保新城区的开发成功。尽管土地开发策

略的使用快速推动了新城区建设，但这种发展模式却具有高度的不稳定和脆弱性，并给县域城

镇化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伴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县域土地的开发中需要容纳

多元土地利益主体的存在，限制和分散土地的开放权力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激进的土地

城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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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地方政府为什么
要造城？

县城是基层社会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的

中心，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不仅关系

广大基层民众的福祉，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

和社会的健康发展。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尊重县

城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

略，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

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都将县域城镇化的重点

放置在新城区的打造上，新城区成为县域城镇

化推进的主要场所。然而，由于县级政府盲目地

推动新城区建设，新城区的土地开发大大超过

了县域人口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这不仅使得

很多新城成为了“空城”和“鬼城”，也带来了一

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县域新

城能否良性、健康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县域城镇

化的质量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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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新城区建设多是在未开发或者半

开放的土地上进行，县级政府要将这种“生地”

变为“熟地”就必须投入巨量的资源和资金。

并且，因为要占用城市周边的大量生态和农业

用地，新城区的建设还面临着国家法律政策的

诸多约束。但恰恰是在这些看似不利的条件下，

县级政府却具有开发新城的强大动力。甚至，

建设新城被很多县级政府认为是县域城镇化

和县级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县级政府为什么要

造城？县级政府又如何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造

城？当前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仍

然需要予以解释和回答。

从学术研究的传统上看，县域城镇化历来

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话题。在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就提出了要立足于中国

的城乡关系、走小城镇发展之路的观点。[1]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大城市病”的日益显现，相关

研究在比较不同城镇化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

证了我国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合理性、必然性以

及战略功能。[2-4]由于县域城镇化发展中出现了

过度房地产化、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县域社

会风险增大、农民家庭发展出现困境等一系列

问题，[5-8]围绕着县域城镇化的良性发展问题又

产生了大量的政策性研究。整体而言，既有的研

究多从后果的角度去呈现城镇化所带来的各种

问题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进而探寻出一条符

合中国国情的县域城镇化发展道路，[9-10]却鲜有

从过程的角度去呈现县域城镇化的发生动力和

实现机制。事实上，县域城镇化中种种问题的出

现都是县域城镇化激进发展的产物，只有寻找

到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和扩张的动力机制才可

能寻找到各种问题的共同症结所在。

作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发生场所，新城区

的“从无到有”正是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具体体

现。为此，本文以新城区土地开发和建设过程

为例，通过呈现县级政府“造城”的过程，力图

揭示当前县域城镇化的发生和扩张机制。从研

究价值上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能够打开县级

政府在土地开发中权力运作的“黑匣子”，推动

县域城镇化研究的更深入开展。

二、县级政府“造城”的动力

 本文所谓的“造城”是指在县城老城区之

外的城市郊区甚至传统的农村地区，县级政府

通过建设工业园区、住宅和商业用地以及各种

公共基础设施等工程，不断吸引资金和人口，

从而快速打造出一个全新城市空间的过程。从

全国来看，不仅县级政府热衷打造新城区，很

多大中城市同样在积极建设冠以各种称号的新

城。由于老城区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

和社会活动，作为新接纳空间的新城区出现具

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在西方发达国家

城镇化的进程中，卫星新城的出现就是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但在我国现

有的社会与治理条件下，相比于经济与社会力

量的推动，新城区尤其是县级新城区的出现更

多地是行政权力直接推动和运作的结果。在县

域城镇化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具有极强的开发

和建设新城的动力。

（一）摆脱其他利益主体的掣肘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尤其是在

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试点改革之前，除去

乡村内部的乡镇企业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以及

农民住宅建设的情况外，县级政府是县域社会

中建设用地的唯一供给者。但是，为了获得足

够的建设用地来源，县级政府仍然需要对原土

地的使用者进行征收补偿。由于新城区未建设

之前，所在地块大都是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

土地的利用主体一般是村集体、农民和工业企

业，土地上的人口密度、土地的开发强度都远远

地低于老城区。按照2019年之前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被征收

土地农民所能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三十倍。尽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做出了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的

新规定，但是现实中农民所能获得的补偿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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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有限。从很多中西部省份的情况来看，失

地农民所能得到的土地补偿总价一般在4~5万

元之间。由于给与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仍然相

对偏低，县级政府在新城区获取土地的成本被

大大降低。

与之相比，在老城区的土地开发则要面临

众多利益主体和巨大 利益结 构的掣肘。由于

老城区的土地已经处在开发成熟的阶段，按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

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

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

价格。房屋的市场价值越高，县级政府要付出

的拆迁成本就越大。在拆迁补偿矛盾已经成为

城镇化进程中最尖锐矛盾的条件下，如果有其

他地段可以选择，县级政府自然要避开这一利

益密集和利益结构复杂的地方。此外，从土地

的需求上看，老城区根本不足以提供县级政府

运作土地、开发土地所需要的规模。由于大的

商业和产业项目的落地一直是县域经济发展和

县域城镇化的重要引擎，为了吸引资本的到来，

县级政府在招商引资阶段就已经对大项目的用

地进行了许诺。大项目往往需要面积巨大的土

地，这恰恰是老城区所无法供应的，除非县级

政府付出巨大的治理和拆迁成本。

以本研究调研的江苏省B县为例，从2008

年着手建设新城区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规划

的3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已经有2个项目基本建

成，每个项目的投资都在30~40亿元左右，项目

占地都在50~100亩之间。不仅如此，新城区中

的工业园区占地面积更大，雄心勃勃的县政府

正准备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绿色纺织产业新

城，该园区的工业用地面积将达到2万亩，总投

资高达360亿元，将容纳上百家企业。该园区的

建设规模已经超过该县老城区的总规模，其只

能在新城区未开发或者半开放的土地上进行。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共同推进的发展模式下，建

设和开发新城区几乎是县级政府的必然选择。

（二）获取土地的所有溢价

如果说缺少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的牵绊是

县级政府建设新城区的初始动力的话，那么获取

土地溢价则是县级政府建设新城的持续动力。

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于其他资源，土地

是一种稀缺并且价格极不稳定的资源。土地作

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其市场价格往往是周边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投射。[12]也就是说，在城镇

化初期，在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和商业资本投入

不足的条件下，土地的价格有限。而一旦随着

周边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成熟，土地价格则水涨

船高。在大中城市的核心地段，土地拍卖中所

谓“地王”的涌现正是这种土地价格的市场体

现。这也意味着，通过不断地进行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县级政府完全可以将土地

的价格提升上去，进而不仅能弥补早期投资建

设的亏空，还可以获取更多的土地收益。在新

城区，由于县级政府通过征收已经获取了大面

积的储备土地，其对土地的前期开发所产生的

后期溢价便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是由于土地的价格与周边的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直接相关，为了提升土地的吸引力，县级

政府往往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高标准的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从现实来看，很多县城面貌正

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一些县城的道路、城市

公园、文化基础设施、商业配套设施的建设标

准甚至不亚于一、二线城市，新城区对周边居

民和市场主体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在这种背

景下，新城区房地产价格的攀升又会再次提升

住宅和商业土地出让的价格。事实上，房地产的

价格不仅由作为重要成本的土地价格所决定，

土地价格同样直接受到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比

如，在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出让竞拍时，土地管理

部门一般要参考周边房地产的价格来确立土地

竞拍的基价。在地价和房价相互影响的机制下，

县级政府就可以获得住宅和商业土地出让的更

多溢价。

从土地规模上看，新城区面积一般都要超

过老城区面积，这使得县政府在新城区拥有大

量的土地可以进行开发。在湖南X县，老城区

的总面积为20平方公里，新城区的规划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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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2平方公里。当地一位县级领导坦言，如果

开发顺利，新城区的土地能够满足县政府未来

10~20年土地出让需要。围绕着土地出让所获得

的出让收入构成了县级政府重要的财政预算收

入，也成为县级政府进行公共建设的重要资金

来源。不仅如此，由于有大量未开发并具有升

值可能的储备土地，县级政府以土地抵押的方

式获取银行的大量贷款。依靠土地金融和土地

融资，县级政府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但也在短期

内获得了巨大规模的资金来进行新城区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新城区中的土地开发是县级政

府获取城镇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对新城区

不遗余力的开发的确构成了县域城镇化和县域

发展的生命线。

（三）实现自身工作的显性化

除了能够降低开发土地的成本、获取土地

溢价外，新城区城镇化建设成绩的快速显性化

则是县级政府建设新城的另一政治考量因素。

相比于老城区土地的零碎化和区块化，新城区

待开发的土地不仅面积巨大，而且构成一个可

以进行整体规划和连片开发的完整单元。县政

府对新城区的建设更像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其

完全可以通过不同色调的搭配和布局的协调，

描绘出尽可能美丽的城市景观。

在功能分区上，县政府首先会对新城区进

行科学和整体的规 划，将其划分为行政办公

区、商务区、住宅区、工业园区以及各种生活服

务区等不同的城市组团。在不同功能区的相互

协调和配合下，新城区呈现出井井有条、秩序井

然的基本面貌。而且，相比于大城市中高楼密

集的建设现状，很多县城更注重绿色和生态建

设，在新城区尤其是各个城市组团间的衔接地

带大量建设绿地、公园、水系等生态区域，全面

提升新城区的绿化率。调研发现，很多县城都

以打造生态新城为目标，如江苏B县提出了“城

在园中，水在城中，楼在绿中，人在景中”的新

城区建设目标。在清晰的城市功能分区和功能

协调配合下，新城区呈现出的建设效果是局部

土地开发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为了进一步展示新城区建设的成就，在新

城区的不同区域节点上，县级政府则通过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方式充分打造城市的亮点工程。

调研发现，为了带动新城区的建设，很多县都

将政府机构以及县级职能部门整体搬迁到新

城区，形成新的行政办公区域。以新政府大楼

为中心，县级政府将周围区域进一步打造成集

行政办公、会议展示、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为

一体的区域，使之成为现代化城市形象集中展

现的区域。同样，在城区主要干道的两侧，县政

府对楼层的高度、密度、容积率、绿化率都要进

行详细的规划，力图充分展示新城区的繁华景

象。在这一系列的精心规划和设计下，新城区成

为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和县域城镇化高

水平建设的集中代表。

面对城市外观的迅速变化，城乡居民都会

感受到政府的工作成绩。访谈的县城居民经常

会说起，正是某某领导担任县委书记时县城才

发生了明显变化。显然，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工

作，由于新城区的建设从无到有，并不断发生看

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该工作自然会让市民印象

深刻。而且，对于生活在新城区的居民来说，他

们也的确享用到了不亚于大中城市的公共基础

设施。尽管如下文所要分析的新城区建设过程

充满着权力的操纵、控制以及垄断，但这一过程

却是隐蔽的，普通居民并没有能力去反思新城

建设中种种机制的不合理性。相反，由于具有

更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更宜居的环境，普

通居民切实地感受到了县城的变化，甚至还对

自己在新城区的未来生活产生憧憬。在这种社

会心理下，县级政府更加积极地在新城区开展

各种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的建设，新城区的建

设成为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总之，基于降低治理成本、获取土地收益

和集中展示政绩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开发和建

设新城成为了县域城镇化中的普遍现象。在某

种程度上，新城区的建设不仅是县政府各项工

作的“面子”，也是县域城镇化战略能够快速推

进的“里子”。即使仍有很多县未明确提出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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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建设目标，但在老城区之外开发新的地块、

获取新区域的土地溢价、打造新区域城市景观

的行为却在这些地方同样存在。在县级政府的

积极推动下，各种新城区不断地在广大的县域

社会中涌现，“新城区现象”是理解县域城镇化

机制和过程的重要切入口。

三、县级政府的“造城”策略

然而，与一线、二线城市不同，很多的县城

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并没有吸引大量

资本到来的优势条件。尽管县级政府能够获取

后期土地的溢价，但是在城镇化初期，新城区的

开发却要面临着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和条件的

匮乏。因此，县级政府往往要通过一系列的土

地开发策略和行政手段推动新城的建设，以克

服单纯市场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这套日臻成熟

的造城机制作用下，县域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和

规模大大提升并不断超越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和

规模。

（一）土地指标的使用与获取策略

新城区的土地在开发之前一般是农地、工

矿用地、交通设施用地等未开发或者开发程度

较低的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地方政府通过征收

集体土地或者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获得

开发权。但由于国家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战略

并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等方式控制地方政府

的土地开发行为，县级政府的新城区开发必须

以获得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为前提。

城市规划是城市未来建设和发展的依据，①

随着新城区城市规划的制定完成，新城区的范

围、各项建设内容、建设用地的需求数量也就

基本确立。为了将新城区的规划落实，县级政

府就要将年度的建设用地指标集中投向到新城

区。2024年，江苏B县共获得年度建设用地指

标5144亩，其中35%以上的指标被县政府分配

给了新城区，县域范围内的其他十三个乡镇政府

和街道只能在另外65%中进行分配。事实上，由

于具有良好的工商业基础，该县的一些乡镇同

样具有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迫切愿望，但在“全

县一盘棋”的规划下，他们经常面临因缺少建设

用地指标而无法进一步发展的困境。由于新城

区的建设面积和建设体量巨大，仅仅靠单一年

度的建设用地指标倾斜投放还不足以完成新城

区的各项事业建设，县级政府必须确保每年都

要有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投放到新城区，直到

新城区的建设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新城区的

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其他乡镇和街道发展机会被

限制的基础之上，新城区建设是县政府举全县

之力调配资源的结果。

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逐年累加，新城区的

各项建设基本得到保障，新城区的规划蓝图逐

渐转化为现实。但在我国实行偏紧的建设用地

指标管理制度下，即使新城区获得了特殊对待，

由于建设规模巨大，县级政府的新城区建设仍

然会面临建设用地指标稀缺的问题。为此，县

级政府就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制度机会，甚

至将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制度间隙不断

撑大，以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空间。[13]一方

面，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我国长期对土地

实行较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地方政府占用大

量耕地的现象发生；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地方

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又必须对那些迫切需要

建设用地的地方适当开口子，增加其需要的建

设用地指标。正是为了实现耕地保护和经济发

展的双重目标，国土资源部在2006年以来推动

实施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

减少相挂钩”的政策，即，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前

提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耕地的方式获取

年度用地指标之外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国家

土地制度中的这种双重目标正给与了地方政府

获取额外建设用地指标的空间。在平原地区，

由于能够复垦为耕地的土地主要是农民的宅

基地，很多县级政府便通过推动“农民上楼”、

①从现实来看，我国的规划一般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前者主要从珍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出

发，强调对耕地的保护和对建设用地的限制。后者则从城乡发展的需要出发，强调城乡建设的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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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村并居”的方式腾出足够面积的宅基地用

于复垦，进而获得建设用地指标。比如，江苏B

县从2016年开始大规模地推动“农民上楼”，这

与新城区的建设几乎同时进行，由此获得的建

设用地指标成为新城区建设的重要支撑。

（二）土地供给的协调策略

在新城区的功能设定上，很多县政府将其

定位于产业新城和居住新城，着力引进各种工

业项目和住宅、商业项目。但是，工业项目和住

宅商业项目的建设不能各自为政，而必须相互协

调和配合。在县域城镇化的过程中，低价的工业

用地出让和不断溢价的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往

往同时在土地市场中发生。通过对不同类型土

地的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的协调，新城区的建

设才能真正成为可能。

一方面，为了吸引工业资本前来投资，县级

政府必须大幅度地压低工业用地的价格。按照

国家土地管理的规定，所有的住宅、商业和工

业用地的出让都要采取招、拍、挂的方式，由用

地方通过竞价的方式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但在

各地都在开展招商引资的竞争环境下，为了提

升自己地区的竞争力，县级政府却又要尽量压

低工业企业用地的成本。以湖北省Y县为例，省

里制定的工业用地出让的基准价为30万元，但

县政府仍通过各种税收减免、政策扶植和资金

奖励等办法变相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很多重

点企业几乎是零成本用地。在县域经济的发展

中，工业发展尤其是工业产业链的集聚不仅直

接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总量和质量，也

能产生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进而为县域房地

产市场的发展提供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从实践

来看，当前的县级政府普遍意识到工业经济的

重要性，“工业兴县、产业强县”成为很多县政

府坚持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激烈竞争再次拉

低了工业用地的价格。

另一方面，县级政府还要保障新城区住宅

和商业地产价格的总体稳定和适度上涨。工业

用地一般来源于县政府对农地的征收，县级政

府需要付出土地补偿费、土地整治费、土地基

础设施建设费等各种成本。平均算来，当前中

西部地区一亩工业用地的成本要在50万元左

右。而且，政府招商引资的工业企业越多、企业

规模越大，工业用地的使用就越多，县级政府的

财政负担就越大。从现实来看，工业用地是城市

中最多的土地使用类型，工业用地的“粗放式”

利用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的普遍现象。[14-15]正

是为了弥补大量工业用地低价供应造成的财政

亏空，县级政府必须通过新城区住宅和商业用

地的溢价出让来保障财政的平衡。也就是说，

尽管工业用地的出让是亏损的，但是住宅和商

业用地却是盈利的。通过住宅和商业用地的溢

价出让，县级政府不仅可以补贴工业用地出让

的资金缺口，也为建设市政公共设施提供了大

量的资金支撑。[16]

这种工业用地和住商用地的协调性出让被

一些县级政府称之为“土地的平衡账”。在与

县主要领导的访谈中，他们多次提到了每年年

初或年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算好“土地的

平衡账”。在年度土地平衡账的控制下，县级政

府要基于该年招商引资所需工业土地的量估算

出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出让的底线规模和底线价

格。可见，在县域社会，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出让

数量和出让价格不仅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而

且还要由县域工业化的建设需要所决定。一旦

工业用地成本增长，住商用地的出让价格也要

同步上涨，如此才能继续维持二者的平衡。由

于商业和住宅用地的出让价格受到房地产价格

的直接影响，县级政府对县域房地产市场的稳

定和发展问题高度关注。尤其在宏观经济出现

波动的条件下，县级政府往往要采取各种行政

手段维持县域房地产价格的稳定。否则，一旦县

域房地产市场萎靡或者价格出现大幅度下滑，

其不仅直接影响到县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更

是会破坏县域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的平衡策

略，从而严重影响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在初始建设条件匮乏的新城区，通过对不

同类型土地的协调性出让，县级政府得以快速

地推进新城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在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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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实践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共同推进

既是新城区建设的后果，也是新城区建设得以

进行的前提。

（三）土地开发的控制策略

仅仅依靠土地的平衡仍然不足以完成新城

区的建设，新城区的建设还要集全县更多的资

源而完成。为了实现全县资源在新城区的集中

化，县级政府还必须对全县的土地开发进行集

中控制和一元化垄断，杜绝任何土地利益主体

开发土地的权力空间。

无论是工业项目还是住宅和商业项目，县级

政府都尽量将其中最优质的项目资源集中配置

在新城区或者新城区附近。在工业项目的落地

上，很多县政府鼓励甚至要求县域范围重要的

工业项目统一进入新城区的工业园区。按照该

规定，不仅是工业园区自己的招商项目会落户

园区，县域范围内其他乡镇政府招商的项目也

要进入园区。在江西中部的X县，为了不损害乡

镇政府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县级政府规定进入

工业园区的产业项目在经济核算上仍然归属于

原乡镇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新城区以及新城

区周边迅速产生了因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非农就

业人口聚集，进而能为新城区住宅和商业地产

的消化提供消费群体。与此同时，县级政府还

要对县域范围内的房地产和行业开发进行适当

管控，保障优势的商业和地产项目尽量在新城

区落地，从而提升新城区的建设品质。通过推

动工业项目、商业项目以及住宅项目的落地，县

级政府希望将新城区快速打造成一个新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县级政府就必须控制

县域范围内所有的土地开发权，防止其他土地

开发主体的出现分散有效的投资资源。从现实

来看，县域范围内可能会对县级政府的土地开

发权造成影响的主体是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在

很多农村地区，乡镇一直是农民重要的消费和

生产中心，以乡镇为中心的小城镇建设具有社

会条件的强大支持。如在很多地处大山区的县，

由于县城距离村庄过远，很多欲进城但又不愿

舍弃村庄土地和人际关系的农民都选择在乡镇

居住，由此大幅度地带动了乡镇房地产的开发，

部分小城镇建设的速度甚至超过县城城镇化的

速度。在缺少建设用地指标的条件下，为了满足

乡镇建设的需要，一些乡镇违规开发土地，导

致小产权房、私自占用耕地等行为一度屡禁不

止；在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村集体也

具有开发土地的传统和习惯。尤其是在国家推

动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改革的背景下，一些临

近县城并具有较好开发条件的城郊村往往具

有推动集体经营性土地直接入市的迫切愿望。

一旦新城区附近的其他乡镇和村集体都可以开

发更优质的房地产或者商业项目，多元的供地

格局将提供给投资者和消费者多元的选择，新

城区的开发和建设势必会受到冲击。

为此，县级政府具有将全县的土地开发权

力垄断的强大需求。在土地管理上，县级政府

通过强化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土地管理职

能，将县域社会内所有土地的开发都纳入该部

门的统一管理范围，彻底杜绝乡镇和村集体违

法开发用地行为；对于国家推动的集体经营性

土地入市改革，县级政 府则缺 少执行的积极

性，集体土地的入市改革在很多地方被束之高

阁。通过对其他主体土地开发权力的限制，县

级政府实现了对全县土地开发权力的垄断，从

而才能为新城区的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从建设用地指标的策略性使用，到工业用

地的低价出让和住宅、商业用地的溢价出让的

配合，再到对县域土地开发权力的垄断，新城区

的开发逐渐得以实现。尽管新城区的建设成功

是各种力量和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县

级政府土地开发策略却是新城区建设能否实现

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土地开发模式既是新城区

建设得以快速实现的原因，也是新城区建设存

在诸多问题和风险的总根源。

四、结语

作为与亿 万人民生活最为贴近的地方经

济、社会和文化中心，县域的城镇化战略应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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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对

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为根本目标。然而，当前很

多地方建立在新城区开发基础上的县域城镇化

模式仍未摆脱土地城镇化的窠臼，能否实现向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方向顺利转型将关系到

未来县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从实践逻辑和后果上看，这种土地城镇化

模式已经面临着诸多的瓶颈和系统性的风险。

当前很多地方的新城区建设仍然只是土地的城

镇化过程。通过对土地指标、土地出让和土地

开发的操纵，县级政府有力地推动了新城的开

发和建设，但随着时间流逝，新城区的土地逐

渐被开发殆尽，新城迟早会成为老城，要保障

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县域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县

级政府就必须在新的地方继续建设新城。伴随

着县域城镇化“摊大饼式”的发展，县城的商业

和住宅建设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县域社会的消

化能力，县城的人口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土地的

城镇化。面对这一困境，当前的很多县级政府

正在不遗余力地动员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群体

进城买房，激进的城镇化模式正在转移基层社

会的财富、增加基层社会的运行成本。

不仅如此，激进的土地城镇化模式也给县

域社会的发展和治理带来风险。随着新城区建

设的全面铺开，单纯依靠住宅和商业用地出让

所产生的土地溢价已经不足以支撑城镇化建

设，县级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且，一旦

具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县级政府就可以打造出

更加一流的城市建设景观，并以此来继续提升

县域房地产的价值，增加县城对周边农民和外

来人口的吸引力。由于土地是重要的抵押物，县

级政府就通过县级融资平台将收储的土地抵

押，以从银行中获取巨额的贷款，土地金融模式

应运而生。但以土地为核心的投融资项目建立

在对土地升值的较高预期上，一旦土地升值遭

遇风险，地方政府将背负巨大的银行债务。[17]

在现实中，一些县城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大幅度

下跌，土地的市场行情日益萎靡，县级政府正在

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和金融风险。

可见，建立在土地城镇化基础上的县域城

镇化模式具有垄断性和脆弱性的双重特征。一

方面，在制造新城的过程中，县级政府拥有对县

域土地和县域社会的强大控制能力；另一方面

新城区的开发过程又需要若干环节的配合和相

应社会条件的支撑，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

可能导致整个开发过程的失败。正是意识到土

地城镇化模式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县级政府往

往会进一步强化对县域土地的垄断，试图以更

强的土地控制、更集中的资源投入和更有力的

社会动员来避免风险的发生和蔓延；而由于更

加缺少社会条件、市场条件的支撑，土地城镇

化模式的脆弱性又进一步被加剧。这意味着，

尽管土地城镇化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但在缺

少其他力量介入的条件下，县域社会仍可能继

续维持着这种低水平的均衡。

如果说在城镇化初期县级政府对土地权

力的垄断能够快速实现城镇化的话，那么在新

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县域社会中多元土地

开发主体的存在则能分散土地开发的权力，进

而才可能改变激进的土地城镇化模式。在土地

开发和控制权力适当分散的条件下，县级政府

转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县域社会民生福祉和

社会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改善上，如此才能推动

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事实上，伴随着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出台，

县级政府垄断土地开发权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松

动。从未来看，如何具体保障村集体的土地开

发权利、如何保障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

集体以及城乡居民等各种利益主体在土地开发

中的利益平衡，进而构建出一种稳定的土地利

益分配秩序仍然是土地法治建设的重大任务。

归根到底，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县域城镇化的

发展尽管可能会降低城镇化的速度，但却是县

域城镇化稳健和良性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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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New City: The 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s of County Urbaniz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Development

GUO Liang
Abstract: Currently, many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in China are constructing new urban areas on 

a large scale,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From the general laws 
of development in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lso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society.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new urban areas by county-
level governments in China. I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areas are driven 
by multiple motivations such as reducing governance costs, obtaining land benefits and quickly achieving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his means the emergence of new urban areas is mainly the result of direct promotion 
by administrative power, rather than being driven by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In order to quick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 areas, the county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trategic actions 
around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specific measures, county governments generally prefer using 
and obtaining land indicators, coordinating land supply and monopoliz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Although 
this strategy has rapidly achieved urbanization of land,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tability and fragility. 
Besides, it has brought many risk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accommodate diverse land stakeholders in land development. By restricting and decentralizing 
the development power of land, the country may change this radical land urbanization model.

Keywords: county area urbanization; new city; the control of the land; land development


